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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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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特质,构建了横截面数据半参数空间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cross-data semi-parameter

spatial structure vector autoregression, CSSSVAR),估计了人力、物资和 R&D资本与其空间滞后的数量关系.在此基

础之上,模拟了上海地区的 R&D、物资和人力资本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 R&D、物资和人力资本的空间

块状分布明显. 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是资本积累的“热点”区域,而西部地区则为“冷点”区域;上海地区 R&D资本积

累的“中心效应”和“极化效应”显著,处于资本积累的“区位锁定”阶段;人力资本积累的“涓滴效应”突出,处于资本

积累的扩散阶段;物资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具有断裂性和跳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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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Wu Jigui, Ye Azhong, Zhang Yue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spillover featur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odel
named SSSVAR, and estimate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 among 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RD capital
and their spatial lag items. Based on this model, this paper simulat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se capitals from
Shanghai into its neighb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dimension of spac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massive
distribution” phenomenon of RD,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which means the eastern and some parts of
the central regions are “hot spot”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s are “cold spot”. RD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Shanghai is at the stage of “location lock-in”, where both the “center effect”and
“polarity effect”are obvious. However, th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at the stage of diffusion, where
the “trickledown effect” is significant. The fragmentation and skip metastasis of spatial spillover could be
observed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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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 言言言

物资、人力和 R&D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资本在地区的禀赋程度、结构组成和流动特性直接决

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 安虎森[1]指出, 经济活动存在异质性, 且是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联系起来的. 因

此, 在空间经济学视域下, 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资本积累、地理区位、市场条件和政府政策存在一定的差

收稿日期: 2015−04−29; 修订日期: 2015−07−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171057);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20103514110009); 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资助项目(10YJA790227).



第 3 期 吴继贵等: 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309

异, 导致区域间的资本溢出效应亦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也就是说, 区域间资本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影响往往是

具体的、块状的和局部的, 并非全局的和同质的. 然而, 既有研究却普遍偏重于全局性分析, 假定区域间的资

本分布及其溢出具有同质性, 致使局部性的经济作用规律被忽视, 无法有效甄别特定区域内资本要素的空

间溢出机制差异, 难以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 因此, 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的条件下

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 探讨经济区域间资本积累的空间集聚和外溢特性, 弄清资本在

具体经济区域内部的作用机制, 将能够为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提供科学的

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资本空间溢出的相关问题, 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目前关于人力、R&D 和物资资本的空

间溢出规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关于人力资本空间溢出的研究. Pede[2]指出一个地区的生产效率

不仅受地区本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还受到周边地区人力资本的溢出影响. 陈得文[3]和逯进[4]对中国经

济问题的经验研究也表明, 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 2) 关于 R&D 资本空间溢出的研究.

Eberhardt[5]和盛垒[6]指出 R&D 的溢出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Moreno[7]对 175 个欧洲地区的研究显示, 一个地

区的知识生产同样会受到其它地区知识的空间溢出影响. Deltas[8]的研究显示, R&D 的空间溢出存在一个

有效距离. 当从溢出中心到接收地的距离为 500 km时, R&D 的空间溢出效果将被削弱 55% ∼ 70%. 其他

学者亦有类似的发现, 例如 Krugman[9]、López-Bazo[10] 和刘舜佳[11] 等; 3)关于物资资本空间溢出的研究.

Lall[12]指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冲破地域的限制, 并由此产生空间溢出. Tong 等[13]对美国交通基

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性进行了研究, 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当地的农业产出, 还能够对周边地区的

农业产出产生影响. Yu 等[14]的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交通运输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但是, 在不同时段,

东、中和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又表现出不同的规律. 张光南[15]的研究则表明, 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对制造业

的成本效应远大于地区内部建设所产生的成本效应. 这些研究局限于资本外生的理论框架, 主要考量单一

资本要素的溢出效果, 而忽视了资本要素之间的内生影响. 因此, 对资本溢出效应规律的解读过于宽泛, 难

以针对特定区域给出具体而富于指导性的政策建议.

关于资本内生关系的研究, 当前国内外文献主要沿时间维度展开,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人力、

物质和研发资本之间的交互影响. 1)就理论研究而言, 该方面的研究最早始于物资和人力资本关系的探讨.

Lucas[16]和 Greiner[17] 指出人力和物资资本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 二者的增长必须相互匹配才能促进产出的

增加. Caballé 等[18]认为物资资本的增加能够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时间投入, 并由此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的变化. 而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又会致使边际生产率产生变化, 继而对物资资本的积累产生影响. 随后, 又

有学者将 R&D 引入内生模型, 如 Funke[19]、Strulik[20]和 Arnold[21]建立了以人力、物资和 R&D 资本的内生

增长模型. 此后, 国内也出现了少量类似的研究. 例如, 吴春力等[22]构建了出了人力、物资和 R&D 资本的内

生经济理论模型, 从理论上论证了三者的动态关系, 并指出 R&D 资本的累积能够较为明显地促进人力资

本、物资资本和社会产出的同步增长. 2) 也有学者试图从实证角度探讨资本之间的内在数量关系. 胡永远

等[23]采用了 GMM 估计法, 探讨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二者间的内生关系. 其研究成果表明, 人力资本和物资

资本的相互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Grier[24] 对撒哈拉地区的研究同样也表明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存在内生性.

李志宏等[25]的研究则表明 R&D 与资本积累之间存在长期且稳定的双向 Granger 因果关系. 魏下海[26]的研

究表明受外部区域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集聚效应的影响, 容易导致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外流, 并指出技

术要素和物资资本更容易向人力资本高的地区流动和汇集. 遗憾的是, 这些研究普遍基于古典统计和计量

经济学分析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 忽略了个体的空间差异性.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 任何经济现

象都很难摆脱相互之间的空间影响而孤立存在. 因此, 不考虑空间滞后所产生的影响, 显然难以完全反映客

观实际.

纵观上述研究, 既有文献主要侧重于从全局的角度探讨人力、物资和 R&D 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规律,

而很少从局部的视角研究资本积累在特定区域内的相互作用. 同时, 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时间维度探讨人

力、物资和 R&D 资本积累的内生关系, 而缺乏从空间维度更深入地解读资本之间的交互影响, 导致资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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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层面的作用规律长期被忽视. 为此, 本文设计了能够从空间维度反映内生关系的空间计量模型——横

截面数据半参数空间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并以上海的一阶和二阶 Queen 邻近区域为研究对象, 探索人

力、R&D 和物资资本积累的空间集聚和溢出规律. 该模型将传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思想应用于空间建模

领域, 融合了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的优点, 对空间经济现象的解读更具系统性和客观性, 因而也更切近区

域经济现实. 本文的研究发现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是三种资本积累的热点区域, 而西部则为冷点区域; 同时,

对上海与周边地区资本积累交互影响的分析发现, 上海地区 R&D 资本积累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 对周

边地区 R&D 资本具有虹吸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的涓滴效应显著, 能够对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本产生扩散作

用; 而物质资本积累的空间溢出则呈现出“断裂性”和“跳跃性”, 即其在一阶空间邻近“中心效应”显著, 而在

二阶邻近则“涓滴效应”突出.

2 模模模型型型估估估计计计、、、设设设定定定和和和变变变量量量说说说明明明

2.1 模模模型型型估估估计计计

本文所设计的 CSSSVAR 模型, 结合了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 它既能够反映出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又能够反映出外生变量出现非线性的情况. 设 CSSSVAR 模型的第 k 个内生变量方程为

yki = βk1y1i + βk2y2i + · · ·+ βkKyKi + δ1k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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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中的非参数项移到方程左侧, 可得

Gk(zi,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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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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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i + δ1k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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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ki 表示第 i ∈ {1, 2, . . . , N}个个体的第 k ∈ {1, 2, . . . ,K}个内生变量, ỹ1
Ki 表示 i个个体第K 个内生

变量的一阶空间滞后; xQi 表示第 i 个个体的第 Q 个外生变量, x̃1
Qi 表示 i 个个体第 Q 个外生变量的一阶

空间滞后; zi 是第 i 个个体非参数部分的外生变量, z1i 表示 i 个个体非参数部分外生变量的一阶空间滞后;

Gk(zi, z̃
1
i , z̃

2
i , . . . , z̃

q3
i )是非参数项; uki 为噪音, 假定其为独立同分布, 且 uki ∼ N(0, σ2

k).

若 β, δ 和 γ 给定, 则式(2)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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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yki|zi, z̃1i , z̃2i , . . . , z̃
q3
i ] 的局部线性估计为 ŷki, 其它变量条件数学期望的局部线性估计的记号类似,

则在参数 β, δ 和 γ 已知的条件下, 非参数项 Gk(·)的初步估计为

Ĝk(zi, z̃
1
i , z̃

2
i , . . . , z̃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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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代入模型(1), 得到如下参数模型

yki − ŷki = βk1(y1i − ŷ1i) + βk2(y2i − ŷ2i) + · · ·+ βkK(yKi − ŷK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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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MM 估计方法[28], 可以得到 β, δ 和 γ 参数的估计结果. 接着, 可以获得 Gk(·)的最终估计

Ĝk(zi,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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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 , z̃

q3
i ) = Ĝk(zi, z̃

1
i , 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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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模模型型型设设设定定定

式(7)∼式(8)中的变量包括 R&D(RD)、物资资本(KC)、人力资本(LC) 和对外开放度(Open). 有研究表明,
Open 与这些变量有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非线性关系. 例如, 赖永剑[31]应用 PSTR 模型验证了 R&D、人力资

本、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度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非线性的关系. 同时, 通过绘制 RD、LC、KC 与 Open 的散

点图(图 1), 亦存在类似的发现.

此外, 各资本关于 Open 的非参数估计与 Open 的拟合曲线同样再次印证了此种非线性关系(图 6). 由此,
可以给出以 RD、KC 和 LC 为内生变量, 以 Open 为非参数外生变量的半参数空间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完

整形式. 该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地区自身资本积累的影响, 还考虑到了一阶空间邻近和二阶空间邻近地区资

本积累对当地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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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Dki, K̃Cki 和 L̃Cki 依次表示第 i个个体的第 k个内生变量的一阶空间滞后, 而 ˜̃
RDki,

˜̃
KCki 和

˜̃
LCki 依

次表示第 i个个体的第 k 个内生变量的二阶空间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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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D, KC, LC和 Open的拟合曲线

Fig. 1 The fitted curve among RD, KC, LC and Open

需要说明的是, 模型(7)中内生变量的空间滞后阶数, 主要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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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进行判定和选择. 此处主要采用了由 Akaike[32] 和 McQuarrie 等[33]所提出 AIC、AICc 和 AICu 三个评判

标准. 表 1 列出了信息准则计算结果.

表 1 信息准则计算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AIC

滞后阶数 参数 RD KC LC 均值

AIC −29.077 0 −40.939 4 −84.149 1 −51.388 5
一阶空间滞后 AICc −22.531 6 −34.393 9 −77.603 6 −44.843 1

AICu 0.532 6 0.150 0 −1.243 8 −0.187 0
AIC −38.695 9 −48.519 3 −98.738 6 −61.984 6

二阶空间滞后 AICc −32.150 4 −41.973 9 −92.193 2 −55.439 2
AICu −1.907 0 −2.636 6 −6.366 8 −3.636 8

计算结果表明, 较一阶空间滞后, 在二阶空间滞后的条件下, 所构建的半参数空间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模型具有更好的估计性质.

在模型(7)中, 若将 RDki, KCki 和 LCki, k = 1, 2, 3, 移到向量方程的左侧, 便可获得由三者所构成的向

量系数矩阵 β. 若将其求逆矩阵, 并通过矩阵运算将其移到向量方程右侧, 将各变量的系数矩阵与 β 矩阵的

逆进行矩阵运算, 则可以获得简化后的向量方程, 具体如式(8)所示.RD1i

KC2i

LC3i

 =

γ11 γ12 γ13

γ21 γ22 γ23

γ31 γ32 γ33


R̃D1i

K̃C2i

L̃C3i

+

η11 η12 η13

η21 η22 η23

η31 η32 η33




˜̃
RD1i˜̃
KC2i˜̃
LC3i

+M(Openi) + v, (8)

其中 γ = β−1σ, η = β−1θ, M(Openi) = β−1G(Openi), 且 v = β−1u.

2.3 变变变量量量说说说明明明

本文各变量的构造说明如下: 1) R&D 资本主要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 考虑到 R&D 水平的地区差异, 此
处借鉴王孟欣[29]的做法将东、中和西部地区的 R&D 折旧率分别设为 18%, 15% 和 12%; 2)物资资本的计

算参考了单豪杰[30]的做法, 并将折旧率设为 10.196%; 3) 由于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且与人力资本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 人力资本的计算主要采用教育年限法; 4) 对外开

放度则采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值进行衡量; 5) 空间关系矩阵则根据 Queen 准则进行构建. 其中, 一
阶 Queen 邻近表示某区域具有共同边界或者共同顶点的邻近, 而二阶 Queen 邻近表示某区域周边具有共同

边界和顶点的邻近. 由此, 构造出中国 31 个省市的一阶和二阶 Queen 邻近, 具体如图 2 所示. 需要说明的

是, 除 Open 变量外, 其它变量在估计前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构造上述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a) 一阶空间邻近

(a) The first-order of spatial neighbors

(b) 二阶空间邻近

(b) The second-order of adjacent space

图 2 基于 Queen准则的空间一阶邻近和二阶邻近的空间关系矩阵

Fig. 2 The first and second orders of spatial neighbors based on Quee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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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实实证证证分分分析析析

3.1 全全全局局局的的的空空空间间间相相相关关关性性性

考虑到所构建的 CSSSVAR 模型同时包了括一阶和二阶的空间邻近关系. 因此, 有必要分别对基于

一阶 Queen 和二阶 Queen 空间权重 RD、KC 和 LC 变量对应的 Moran 指数进行计算, 以确定各类资本是

否存在空间相关性. 其中, 基于一阶 Queen 空间权重的 RD、KC 和 LC 变量的 Moran 指数的计算结果分

别为 0.357 7, 0.372 5 和 0.313 6, 且其所对应的 P 值分别为 0.001 0, 0.001 2 和 0.002 0(图 3). 检验结果表

明, 在一阶 Queen 条件下, R&D 资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均表现出很强的正空间相关性. 在二阶 Queen
条件下, RD、KC 和 LC 变量的 Moran 指数分别为 0.176 2, 0.203 4 和 0.129 1, 对应的 P 值分别为 0.001 5,
0.003 1 和 0.026 3(图 4). 虽然, 在二阶 Queen 条件下, 各资本的空间相关性较一阶 Queen 情况下有所减弱,
但是依然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

(a) RD (b) KC (c) LC

图 3 基于一阶 Queen的 RD、KC和 LC的Moran散点图

Fig. 3 The Moran scatter of RD, KC and LC based on the first order of Queen

(a) RD (b) KC (c) LC

图 4 基于二阶 Queen的 RD、KC和 LC的Moran散点图

Fig. 4 The Moran scatter of RD, KC and LC based on the second order of Queen

注: WRD,WKC 和WLC 分别表示 RD,KC和 LC的一阶空间滞后, WWRD,WWKC和WWLC

分别表示 RD,KC和 LC的二阶空间滞后.

3.2 局局局部部部的的的空空空间间间相相相关关关性性性

虽然, Moran 指数能够从全局上判断 R&D 资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空间相关性, 但是却无法识别

它们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局部空间相关)模式. 而 G 统计量恰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它能够识别出空间



314 系 统 工 程 学 报 第 33 卷

个体属性是存在高值还是低值集聚, 即所谓的热点(hot spot)和冷点(cold spot)区域. 由图 5 可知, 1) R&D 资

本积累主要在上海、江苏、安徽和天津地区表现出高值集聚. 这些地区是我国 R&D 投资热点区域. 然而, 新
疆、青海、甘肃和四川地区的 R&D 资本积累则表现低值集聚, 是我国 R&D 投资的冷点区域, R&D 投资的

活跃度相对较低; 2) 物资资本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及其毗连地带. 这些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

建、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西. 然而, 物资资本的冷点区域则主要分布西部地带, 其中包括新疆、甘肃和四川;
3) 人力资本热点地区主要位于天津和河北两地, 空间分布范围相对较小. 然而, 冷点区域主要集中于西部地

区, 空间分布范围相对较大, 面积近乎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主要包括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和广西

地区. 上述现象表明, 我国 R&D 资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块状分布的

现象, 即总体上表现出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水平相对较高, 而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水平则相对较低. 根据经

济生产函数, 资本积累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地区的经济产出[35]. 由此可见, 西部地区 R&D 资本、物资

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欠缺, 是导致其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和部分中部地区的重要原因.

(a) RD

(b)KC (c) LC

图 5 RD、KC和 LC的空间集聚图

Fig. 5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RD, KC and LC

3.3 估估估计计计结结结果果果

根据式(1)∼式(6)的估计过程, 此处估计出了由人力资本、物资资本、R&D资本和 Open 四者所构建的实

证模型. 通过使用 MATLAB 和 R 等软件, 得出了模型中的参数部分和非参数部分的估计结果. 其中参数部

分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而非参数部分的估计结果如图 6 所示.

表 2 CSSSVAR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le 2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CSSSVAR model

变量 RD KC LC

1.965 6 −0.808 6 −0.421 9
R̃D (0.330 2) (0.289 3) (0.035 1)

[5.952 3] [−2.794 4] [−11.994 0]

−2.538 6 1.145 5 0.576 6
K̃C (0.431 5) (0.420 7) (0.057 7)

[−5.882 6] [2.722 8] [9.9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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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Table 2 (continue)

变量 RD KC LC

−1.923 1 0.868 4 0.061 7
L̃C (2.787 4) (1.965 2) (0.272 3)

[−0.689 9] [0.441 8] [0.226 6]

−16.661 7 8.897 2 1.665 3˜̃
RD (0.651 7) (0.641 9) (0.102 7)

[−25.564 7] [13.858 7] [16.204 9]

23.286 1 −12.907 8 −2.311 6˜̃
KC (0.849 8) (0.734 6) (0.130 8)

[27.401 2] [−17.570 6] [−17.665 9]

-14.291 7 10.535 1 0.463 8˜̃
LC (4.604 9) (3.458 9) (0.531 2)

[−3.103 5] [3.045 8] [0.873 1]

R2 0.942 8 0.908 5 0.86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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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D 关于对外开放度(Open)的偏导

数(p1)

(a) The partial derivative of R&D with respect

to External openness degree(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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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C 关于对外开放度(Open)的偏导

数(p2)

(b) The partial derivative of KC with respect

to External openness degree(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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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C 关于对外开放度(Open)的偏导

数(p3)

(c) The partial derivative of LC with respect

to External openness degree(Open).

图 6 R&D, KC和 LC关于对外开放度(Open)的偏导数 p1, p2 和 p3

Fig. 6 The curve fit of the partial derivative of openness p1, p2 and p3.

3.4 空空空间间间脉脉脉冲冲冲响响响应应应

该部分内容主要以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模拟在上海地区的资本冲击条件下, 其一阶 Queen
和二阶 Queen 空间邻近地区的资本响应情况(图7).

图 7 上海的一阶与二阶 Queen空间邻近区域

Fig. 7 The first and second orders Queen neighbors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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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上海的一阶 Queen 邻近区域为江苏和浙江, 而二阶 Queen 邻近区域由北往南依次为山东、安

徽、江西和福建.

在图 8∼图 10 中, 各图的横坐标表示省份, 从左往右依次为浙江−1、江苏−2、安徽−3、福建−4、江

西−5和山东−6, 而纵坐标表示脉冲响应值.

 ! " # $ %
&'(!$

&'(!'

&'( $

&'( '

&'('$

图 8 上海地区 RD冲击下其周边地区 RD的脉冲响应值
Fig. 8 The neighbor’s impulse response value of RD

under the shocks of RD from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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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上海地区 KC冲击下其周边地区 KC的脉冲响应值
Fig. 9 The neighbor’s impulse response value of KC

under the shocks of KC from Shanghai

 ! " # $ %
&

 

!

"

#
'( &

)#

图 10 上海地区 LC冲击下其周边地区 LC的脉冲响应值

Fig. 10 The neighbor’s impulse response value of LC under the shocks of LC from Shanghai

注: 在图 8∼图 10 中, 各图的横坐标刻度值 1, 2, 3, 4, 5 和 6 分别表示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和山东省.

根据图 8, 对来自上海地区 R&D 资本的正向冲击, 上海的一阶与二阶 Queen 空间邻近区域的 R&D 资本

表现出“U” 形的负向响应. 其中, 浙江、江苏和江西的负向响应幅度相对较小, 脉冲响应值分别为−0.100 6,
−0.082 1 和 −0.089 5, 而安徽、福建和山东的负向响应幅度相对较大, 脉冲响应值分别为 −0.179 0,
−0.173 4和 −0.120 7. 该结果表明, 上海地区 R&D 资本的积累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即上海的 R&D
资本的积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抑制周边地区 R&D 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中心化效应和

极化效应. 这主要是由于, 凭借独特的地理区位、劳动者素质、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优势, 上海对

高科技产业的吸引能力不断增强, 并在区域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对周边地区的R&D资源产生了

较强的吸引力, 尤其对其二阶 Queen 邻近的安徽、福建和江西地区的R&D资本所产生的吸引力更为明显. 这
些吸引又具体表现为上海周边地区 R&D 人才的流失、R&D 资金的流失和 R&D 成果的流失. 该发现也在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齐红倩等[34]的研究结果, 即上海地区的自主创新活动存在“技术洼地效应”. 随着上海自

贸区建设的推进, 资本要素的流动将更为通畅. 因此,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 上海地区R&D资本的中心化效应

和区位锁定效应显著, 且尚处于强化阶段, 短期内难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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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9, 对来自上海地区物资资本的正向冲击, 上海的一阶与二阶 Queen 空间邻近区域的物资资本表

现出不同幅度的响应. 其中, 一阶 Queen 空间邻近区域表现出负向响应, 而二阶 Queen 空间邻近区域则表现

正向响应. 这表明上海地区物资资本的积累能够对其毗连地区的浙江和江苏省的物资资本产生一定的抑制

作用. 但是, 其对二阶 Queen 邻近的安徽、福建、江西和山东的物资资本则表现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此

可见, 上海地区物资资本的积累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一定的“断裂性”和“ 跳跃性”. 这主要是由于, 在上海

的一阶 Queen 邻近区域, 即浙江和江苏地区的物资资本的积累存在一定的同质性, 区域内对物资资本投资

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关系. 由于上海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更为开放的投资环境以及成熟的资本市场等

优越条件, 因而能够对周边的物资资本投资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易产生回波效应, 诱导周边的物资资本向上

海地区聚集.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浙江和江苏两地物资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 然而, 与浙江和江苏地区

不同的是, 处于上海二阶 Queen 邻近的安徽、福建、江西和山东地区, 上海地区的物资资本则对这些地区表

现为正向的空间外溢性, 即对这些地区物资资本的扩散效应更为显著. 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这几

个方面: 首先, 二阶 Queen 邻近地区的地理位置相对于一阶 Queen 邻近地区相对较远, 这些地区的物资资本

投资受上海的影响相对较小. 同时, 这些地区在各自所属的区域中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强, 因此其对周边的物

资资本投资也存在较强的吸引力. 其次, 不像江苏、浙江与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相当, 二阶 Queen 邻近

地区的经济实力与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更多表现为区域互

补和带动的关系. 例如, 上海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研发和管理占据较高的优势, 而安徽、福建和江西等地区

则在固定资产建设的人力和成本方面占据优势.

根据图 10, 对来自上海地区人力资本的正向冲击, 上海的一阶 Queen 邻近和二阶 Queen 邻近地区的人

力资本均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响应, 且响应强度随着距离上海邻近阶数增加而衰减. 具体而言, 在一阶 Queen

邻近范围内, 上海对江苏和浙江地区的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 其响应幅度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 在

二阶 Queen 邻近范围内, 上海地区对安徽和福建的人力资本溢出较为明显, 山东次之, 江西则最弱. 该结果

提示, 上海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同程度的涓滴效应, 处于资本积累的扩散阶段. 这

与上海的人口结构、经济圈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教育资源存在密切的关系. 其中 1) 从上海的人口结构

来看, 上海地区的流动性人口数量巨大, 这意味着上海地区的人力资本具备较高的溢出潜力. 根据《上海统

计年鉴2013》发布的数据, 2012 年上海流动人口数量达到 960 万人, 全市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重达

到 40.3%. 而流动性人口的最大特征具有非稳定性, 这部分人在上海地区学到技术和本领后, 很可能会选择

人才竞争相对较为缓和的周边地区进行发展; 2) 从经济圈的建设来看, 随着长三角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 形

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1 小时经济圈”, 并逐渐向“2 小时经济圈”和“3 小时经济圈”的方向发展. 上海与浙江、

江苏经济发展的同日化和同城化,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 促进了上海地区人力资本的外

溢. 由此, 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上海的一阶 Queen 邻近地区人力资本响应幅度远大于二阶 Queen 邻近地区的

现象; 3)从产业结构调和地区发展战略上看, 上海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 并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 其经济结构

以服务业为主. 同时, 政府为了将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上海市正逐渐将低端产业

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向周边地区进行转移. 而产业转移既能够拉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增长, 又能够通过“干中

学”效应为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做出贡献; 4)从教育资源上看, 上海地区高校云集, 是我国高等教育最

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培养出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 在为周边地输送了大

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的同时, 上海地区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也为周边地区人才培养和教育改

革起一定的示范作用.

4 结结结束束束语语语

资本在空间层面的分布特征和作用机制蕴含着区域间资本的重新配置和重组的政策含义. 本文的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 1)就全局性的角度而言, 在平衡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时, 一方面需要注重对西部地区的物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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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研发资本的投入, 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对该地区人力资本的培养. 同时, 邻近区域若要充分发挥资本的空

间溢出性, 就必须充分考量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水平和配置结构, 即空间相互邻近区域的资本水平和资本

结构组成的差距不宜过大. 2)就特定区域的角度而言, 资本的作用又有具体的形式和规律. 本文对上海及周

边地区的研究表明, 在不同的空间领域内资本的集聚和溢出过程并非单线程, 而是多线程并存的形式. 因此,

在制定特定地区的资本配置政策时, 需要弄清资本, 尤其是区域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资本, 是处于集聚作用

阶段、溢出作用阶段还是二者作用交织并存的阶段. 唯有如此, 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不至由于

过度的“马太效应”和“ 极化效应”而导致区域内部发展出现明显的断裂地带、边缘区域和凹陷地区, 进而实

现特定区域内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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